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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
空间组织模式
□　黎智枫，姚丹燕，黄永贤，刘嘉丽

[摘　要]近年来，都市圈逐渐成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单元，其空间结构和组织方式对规划实践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作用。
文章在比较全球都市圈空间结构案例与回顾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基于城市—区域视角，采用人口流动数据
表征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空间集聚的结构关系，对珠三角内各都市圈空间结构的现状进行测度，得出广州都市圈是纵向扩展
的强核心簇群结构、深圳都市圈是横向扩展的多中心分布结构、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则是形成中的多中心环布式结构等，并分
析了 3 种不同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进而提出对应的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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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s of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City-
region Viewpoint/Li Zhifeng, Yao Danyan, Huang Yongxian, Liu Jiali
[Abstract] Metropolitan ar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patial unit i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is important to the planning practice and policy formulation. The paper compares several global metropolitan areas,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s with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tudies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structure of large, middle, and small cities based on transient population network, and measur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t concludes that Guangzhou metropolitan area is a “scale up” structure with a strong core 
expanding vertically; Shenzhen metropolitan area is a “scale out” structure with a multi-center structure expanding horizontally. 
Zhuhai-Zhongshan-Jiangmen metropolitan area is a ring structure with multiple centers in formation. The three spatial structures area 
further analyzed and correspondent plann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ity-region, Spatial pattern 

1都市圈的政策回归与全球趋势

1.1都市圈逐渐成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单元
2006 ～ 2010 年，中国将城市群作为加快新型城镇

化进程的主体空间，并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2020 年 )》中提出了“5+9+6”全国城市群战略格局，
以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协调大中小城市发展 [1]。城市
群作为城市—都会区—都市圈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工业
化和城镇化充分发展的结果，但在近十年的城市群规划

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脱离发展规律以行政手段盲目扩群
以及城市群规划实施缺乏明确的归口管理机关等问题，
使规划实践与城市群发展的目标相背离 [2]。因此，近几
年的区域规划政策逐渐回归都市圈尺度，国家发展改革
委、自然资源部等相关主管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培育
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政策和规程文件，
上海、南京、长春等城市群核心城市积极开展都市圈空
间协同 ( 或国土空间 ) 规划。

都市圈作为目前广泛使用的政策概念，在学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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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诸多类似且相关的定义，如城市—区
域、超大都市区域、超都会区域、大都
会等 [3-4]。虽然这些概念存在细微差别，
但是均指向相似的城镇化进程，即因规
模和集聚效应形成的一个汇集资金、人
才和信息等各类功能的高密度核心城区，
且核心城区不断向外围地区进行空间扩
张，并通过各类交通和通信设施可将外
围地区与核心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最终形成产业、商务、居住等功能紧密
相连的跨行政区城市空间单元 [5]。都市
圈的城镇化进程可理解为一个核心城市
通过发展整合了原有众多中小城市，从
而形成一个超大的城市地域或功能紧密
联系的城市—区域。

1.2城市—区域的全球趋势
截至 2015 年，全球人口超过 1 000

万的巨型城市—区域多达 471 个，超大
城市的崛起已成为全球性的趋势。现代
城市的诞生缘于 19 世纪工业革命后出现
的工业化，第一次超大城市建设热潮出
现于 20 世纪 40 ～ 60 年代的北美和西欧，
“战后重建”和“福特主义”带来的大
规模生产和分工加速了城市的集聚，“有
卫星城的大都市”“大都会”等词汇第
一次被用于形容伦敦、波士顿、华盛顿、
东京等城市。这些城市的第一版都市圈
规划也以疏解和应对超大城市集聚带来
的负外部效应为目的 [5]。

第二次超大城市的建设热潮出现于
20 世纪 80 ～ 90 年代，“福特主义”带
来的生产过剩引发了资本的全球扩张，
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电子通信技术革命进
一步推动全球生产的再分工 [4]。某些城市
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节点，该节点组
织其腹地共同参与全球分工且形成巨型城
市—区域。这种“后福特主义”的全球资
本扩张具有两大典型特征：①不仅出现在
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还大量出现在以东
亚为主的发展中城市 ( 资本在扩张过程中
需要低度发展的地区 )[3]。②城镇化的动
力不仅来源于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分工，
还包括软件信息、金融会计等生产性服务

业的全球网络。生产制造扩散与管理活
动集聚同步发生，制造业总部及其配套
金融、法律、会计等管理和控制职能集
聚在少数的全球城市 [6]，这些城市就是
全球城市—区域中的关键核心 [7]。

第二轮的超大城市建设浪潮尚未结
束，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上海、广
州、圣保罗、孟买、胡志明、雅加达、
吉隆坡等均积极建设机场、港口等对外
重大基础设施，以出口替代、国际外包、
吸引外商投资等方式竞合全球资源，获
取自身城镇化的动力。

2粤港澳大湾区的都市圈空间结构

2.1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的发展历程
回顾
2.1.1都市圈1.0：以香港为绝对核心
的全球城市—区域

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最早被整编
至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城市，从轻工业出
口制造起步实现经济腾飞，以全球生产
制造的东亚节点身份跻身“亚洲四小龙”。
1953 年，香港维多利亚港两侧约 80 km2

的用地已集聚 225 万人口。在《香港初
步城市规划报告》“疏导人口”思路下，
荃湾、青山、沙田等地区以新市镇的方
式承担香港工业加工中心和居住中心功
能。随着“后福特时代”的全球资本扩
张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1980 年后
香港大量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将劳动密集
型生产环节迁入珠三角腹地，香港本土
则承担以国际商务和生产性服务为主导
的管理与控制功能 [8-9]。香港与珠三角地
区之间建立起“前店后厂”的垂直生产
分工联系 [10]，形成了以香港为都会区核
心，以珠三角为腹地的湾区 1.0 版的超大
城市—区域雏形。在这轮全球性的超大
城市建设浪潮中，香港不断强化基础设
施建设和都会区扩展，提出筹建赤腊角
新机场和西移油麻地避风港实现西九龙
填海等战略举措，都会区进一步在北部
新增干线道路与新市镇，并于 1983 年完
成广九铁路电气化改造，加强了与珠三

角地区的联系 [11]。同时，珠三角地区城
市积极响应，在开通罗湖口岸后，又相
继开通了蛇口、文锦渡、沙头角、皇岗等
口岸。深圳作为国家经济特区，率先学习
香港，试验市场经济并与全球接轨 [12]。
东莞、惠州则利用联网公路充分与香港和
深圳的路网衔接，并发挥市—镇分权机制
的特点，快速吸引资本推动乡村工业化[13]，
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蛛网走廊型超大城镇
结构率先在粤港澳大湾区东岸形成。
2.1.2都市圈2.0：广州、深圳、香港
多中心的显现

在以香港为核心的城市—区域时期，
除了湾区东岸以外，其余城市均跳出原
有城区，在对外区位便利、靠近香港地
带布局开发区，寄希望于吸引全球制造
业资本以完成自身工业化积累，“园城
分置”使珠三角地区成为一个更广大的
制造业腹地 [14]。珠三角地区从制造业腹
地向城市的转变发生在1990～200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允许土
地有偿使用、中央“分税制”改革与住
房制度改革，使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
料被释放出来 [15]，利用土地出让金额补
贴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土地
财政”模式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工具 [16]。
在此进程中，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表
现尤为突出。广州具备省会城市的资源
配置能力，在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
服务资源配置上有较强优势，如广东省
高速公路网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圈层式
结构。深圳作为国家经济特区，拥有全
国支援特区建设带来的企业和人才资源
以及特殊的财税分成制度 [10]。这些都使
得广州和深圳主城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
较珠三角地区其他地级市具有更强的资
源集聚能力。此外，广州和深圳牵头建
设大量以主城为核心的高速公路与轨道
设施，将原有“园城分置”的工业开发
区进行串联，并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
后着重培育生产性服务业，逐步降低了
珠三角地区对香港服务业的依赖。在原
香港都市圈的基础上，以广州和深圳主
城为服务业核心、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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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工业开发区和珠三角制造腹地的两个
新兴的大都市圈雏形已经非常明显。

2.2都市圈空间结构组织目的与比较
都市圈规划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城

镇化方式，在诞生之初便带有明确目的性。
例如，为解决第一次资本扩张带来的超大
城市集聚问题，伦敦在 1938 年编制首个
都市圈规划 (《大伦敦规划》)，率先提出
用“绿带”控制大城市自发性蔓延、将新
城建设纳入政府计划等措施，构建以伦敦
为核心、向外扩展形成同心圈层的空间模
式 [17]；为在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全球化
浪潮中获得红利与提高竞争力，旧金山湾
区规划通过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建设、住
房和土地政策引导促进城市功能合作和要
素流动，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提高全
球化竞争力 [18]。全球众多城市均通过都
市圈规划优化和调整超大城市的空间集聚
方式，形成更优质的城市—区域组织结构。

强核心簇群、多中心分布和多中心

环布是目前全球超大型城市—区域集聚
的 3 种常见空间组织模式。①强核心簇
群式结构：以一个集聚核心功能的超级
城市为中心，通过新城建设和大型基础
设施投资向周边“蛙跳式”扩展的同心
圆状城市体系，以伦敦、东京为典型代
表城市 [19]。②多中心分布式结构：若干
城市在各自近域范围内组织要素，彼此
通过交通廊道广泛链接，并在廊道沿线
衍生出多个新兴平台，形成多个中心城
市、功能联系紧密的网络化集聚方式，
以旧金山湾区和京阪神都市圈为典型代
表。③多中心环布式结构：以兰斯塔德
地区为代表 [20]，与多中心分布式结构类
似，城市—区域的核心职能并不在某一
个中心城市集聚，而是拥有多个相互独
立、规模相似的中心城市。受自然地理
格局影响，各城市围绕生态空间布局，
依托区域型基础设施廊道彼此联络并保
持互动，形成发展较为均衡的环状空间
结构 ( 图 1)。

3城市—区域视角的都市圈空间结构
测度

本文在案例比较的基础上，对湾区
内都市圈的空间组织方式进行更为审慎
的测度，即基于城市—区域视角，利用
人口流动数据作为区域要素流动的代表
性指标，反映都市圈内城镇集聚的空间
组织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城市”
并不是国内常用的地级市 ( 市域城市 ) 概
念，而是选择更为贴近城市建成实体的
区县作为分析单元 [21]，并与国际上统计
都市圈的城市尺度保持一致，如大伦敦
都市圈由 1 个伦敦市加 32 个自治市组成，
纽约都市圈则由纽约市加 26 个外围郡组
成。本文将珠三角 9 个地级市细分为 42
个区县单元，并通过对珠三角范围内 395
个镇街向这 42 个区县单元的人口流入情
况与 42 个区县之间人口流入情况的图景
进行叠合，形成珠三角整体的城市—区
域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各都市圈的
空间结构。

本次研究采用的人口流动数据为百
度慧眼平台提供的 2018 年 5 月 19 日 ( 工
作日 ) 和 5 月 24 日 ( 休息日 ) 两日的珠
三角地区镇街尺度的人口流动数据 ( 以下
简称“统计人口流入量”)，并设定从 A
点出发到达 B 点停留超过 2 小时，计为
1 次有效流动数据，得出共计 11 296 条
有效数据。42 个区县节点范围的选取方
式为：以各县中心城区所在镇街为中心，
结合城市实体的建成范围，对周边镇街
行政边界进行整合，其中广州五区 ( 天河、
越秀、荔湾、海珠和白云 ) 和深圳四区 ( 福
田、南山、罗湖和盐田 ) 由于人口规模高
度集聚、建筑连绵，本次研究将这些区
域进行合并，分别形成代表广州、深圳
主城的实体城市节点 [22]。

4湾区内部都市圈空间结构测度与
机制

4.1广州都市圈：强核心簇群式结构
广州主城是目前珠三角地区内人口

图 1  城市—区域内部 3 种组织结构

区县节
点等级

两日人口流
入量 / 人 广州都市圈 深圳都市圈 珠江口西岸都

市圈

第一级 90 万以上 广州主城 — —
第二级 80 万以上 — 深圳主城 —
第三级 15 万～ 30 万 禅城、南海、花都 宝安、东莞主城、长安

虎门、惠州主城、龙岗
珠海主城、中
山

第四级 5 万～ 15 万 顺德、番禺、肇庆主城、
三水

龙华、惠阳、松山湖、
坪山、惠东、光明

江门主城、斗
门、鹤山

第五级 5 万以下 南沙、增城、黄埔、从化、
高明、怀集、广宁、封开、
德庆、怀集、四会

博罗、大鹏、龙门 开平、恩平、
金湾

表 1  珠三角 42 个区县人口流动数据统计

强核心簇群式都市圈 多中心分布式都市圈 多中心环布式都市圈

强核心节点 
外围次要节点 
功能节点 
绿带 

主中心 
次中心 
外围节点

主中心 
次中心 
中央绿心 

图例
图例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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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6.89 万，位于珠三角城市节点的第三
梯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深圳主城的
资源集聚能力稍逊于广州主城，但是深
圳都市圈第三、第四梯队的城市节点数
目最多 (12 个 )，并未出现广佛核心区外
围人口集聚能力大幅下降的情况。在与
深圳主城距离超过 60 ～ 70 km 的东莞主
城和惠州主城，其人口集聚能力明显要
强于广州都市圈中的南沙、肇庆和增城。
虎门、长安、松山湖、龙岗、龙华、光明、
坪山和惠阳 7 个距离深圳主城 30 km 的
近郊地区，统计人口流入量也超过或迫
近 10 万，多中心的区域形态明显。此外，
与广州都市圈显著以广州主城为核心的
簇群方式不同，位于深圳、东莞、惠州
3 个主城之间的边界地区，同时受到这 3
个中心的辐射吸引，城市节点分布呈网
络化。以东莞临深的长安、虎门为例，
来自深圳街道的统计人口流入量约占总
统计人口流入量的 40%，与长安、虎门
人口流动联系前三位的镇街分别是宝安
松岗街道 (2.18 万人 )、东莞厚街镇 (1.89
万人 ) 及东莞主城 (1.77 万人 )。

深圳作为国家经济特区在资源集聚
方式上与广州差距不大，但其受珠江东
岸莲花山脉两重山体屏障的刚性约束[19]，
在城镇集聚方式上与广州出现显著差异，
其多中心分布式结构更类似于美国旧金
山湾区。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作为香港
都市圈影响下的核心城镇节点，在口岸
和交通走廊地区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快

集聚能力最强的核心，统计人口流入量
为 99.37 万，珠三角地区 32 个区县与
140个镇街均与广州主城直接相连，花都、
番禺、增城、南海等 9 个区县的第一位
流入地均为广州主城 ( 表 1)。禅城、南
海构成的佛山主城是广州都市圈内次级
人口集聚节点，统计人口流入量为 53.22
万，值得注意的是南海至广州主城、南
海与禅城之间的人口流动数据分别位于
区县联系的前三位，超过广州市辖区番
禺、南沙、黄埔、从化等腹地。广州主
城与佛山主城实质上已形成了人口资源
要素充分互动的湾区级超大的城市强核
心。在广佛核心区外围，顺德、三水、四
会、增城和肇庆等区域人口集聚能力大幅
下降，其中顺德 ( 容桂街道 ) 的人口集聚
能力最强，统计人口流入量为 13.5 万，
相当于惠州主城流入人口量的 80%。这
些外围的市和区县的首位联系地均指向广
州主城或佛山主城，广州都市圈的强核心
簇群的城市集聚形态明显 ( 图 2)。

广州超大城市集聚进程与伦敦、东
京等平原沿河城市相似，平坦的河网平
原为超大城市的强核心聚集提供了先决
条件。广州主城作为省域中心，与普通
地级市相比，拥有更强大的资源集聚能
力，铁路枢纽、环形快速路网的构建与
省会资源的持续注入，不断推动广州主
城在平原地带快速成长。广州主城中心
区从最早的人民公园—环市东，扩展到
珠江新城，再拓展到琶洲互联网集聚区、

金融城与广州第二 CBD，广州沿珠江形
成了相距 5 km 的 CBD 群 [23]。生产性服
务业在广州中心区的集聚也推动了主城内
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与功能裂变，主城内旧
厂、旧村更新为主城功能实现和社会更迭
提供载体。借用计算机领域的概念解释，
广州主城的集聚方式就如同“超级计算机”
模式，即大量的新增城市功能服务范围通
过纵向拓展方式不断在原主城的基础上扩
大，从而形成一个超强核心。

此外，中国特殊的“市管县”制度
对广州都市圈的城市集聚方式也产生了深
远影响。2000 年行政区划调整使广州面
积从 780 km2 扩展到现在的 7 434 km2，
实际的管辖范围扩展了 10 倍，这也使得
2000 年广州战略规划提出的“南拓北优、
东进西联”成为可能。广州南站、南沙港
等关键对外基础设施布局在原有主城范围
外，广州以“重大设施 + 交通廊道”的方
式拉开了都市圈发展框架，在客观上进一
步推动了外围城市功能节点簇群的形成，
广州主城区强核的空间组织特征。

4.2深圳都市圈：多中心分布式结构
深圳主城是珠江东岸集聚能力最强

的区域，统计人口流入量为 88.64 万，仅
次于广州主城，位列珠三角地区第二，
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大鹏 6
个区县的第一位人口流入地均为深圳主
城。东莞主城和惠州主城的人口集聚能
力次之，统计人口流入量分别为 28.87 万

图 2  珠三角地区三大都市圈空间结构测度

广州都市圈 深圳都市圈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

4 360 ～ 31 904 
31 905 ～ 66 567 
66 568 ～ 241 683 
241 684 ～ 587 042 
587 043 ～ 910 120 
910 121 ～ 993 705 

4 360 ～ 66 567 
66 568 ～ 196 176 
196 177 ～ 307 277 
307 278 ～ 993 705

4 360 ～ 66 567 
66 568 ～ 196 176 
196 177 ～ 307 277 
307 278 ～ 993 705 

300 ～ 1 351  
1 352 ～ 3 964 
3 965 ～ 8 334 
8 335 ～ 106 479 

302 ～ 1 351  
1 352 ～ 3 964 
4 269 ～ 8 334 
＞ 8 356 

区县节点人口流入量 / 次             人口流动强度 

区县节点人口流入量 / 次          人口流动强度 区县节点人口流入量 / 次            人口流动强度 

图例
图例 图例

301 ～ 10 000 
10 001 ～ 35 000 
35 001 ～ 75 000 
75 001 ～ 143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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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量分别为 20.62 万、19.62 万和 13.22
万人。这 3 个主城的人口集聚能力低于
东莞主城，与惠州主城规模相当，并未如
广深主城一样出现单个资源集聚的高地。
这 3 个主城的辐射范围也集中于自身行
政边界内的镇街，除了中山坦洲镇与珠海
主城出现跨地市边界的联系，其余主城的
跨城联动性较弱，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是发
育中的多中心都市圈。这 3 个主城地理上
环绕着五桂山、观音山和古兜山的区域绿
心，但 3 个主城之间没有形成较强的相互
联系，珠海排名前三的人口流入区县节点
是金湾、斗门和广州主城，中山排名前三
的人口流入区县节点是广州主城、珠海主
城和顺德，江门排名前三的流入区县节点
是鹤山、广州主城和台山，广州主城给珠
海、中山、江门的人口流入带来显著影响。

西江出海的自然区位、经济特区的
设立及改革开放后资本的流入推动了珠
海、中山、江门 3 个主城的发展，但这
3 个主城发展的共同特征是推动工业化和
城镇化的动力均发生在城市区域外部而
非内部，城市—区域内缺乏一个或者多
个整合各城市优势的集聚主体。

5规划建议与展望

5.1规划建议：三种都市圈集聚逻辑
下的三种差异化规划策略

通过案例比较与基于城市—区域视
角的人口流动测度，可以明显地看到珠
三角内部同时存在 3 种不同的都市圈集
聚方式，各都市圈内的空间资源配置和
规划策略也应有所差异。

广州都市圈延续纵向扩展的强核心
簇群式结构逻辑，空间资源的配置抓手
为“环 + 轴”。广佛核心区在共同构筑
的环形高快速路网内不断地裂变，广州、
佛山主城之间大量边界地区的区位价值
开始显现，如广州南站—佛山三龙湾、
广州荔湾和广佛新城。内部裂变节点的
发展逻辑一方面源于广州纵向扩展的“超
级计算机”职能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
源于广州谋划的大量高水平区域交通轴

速消耗了原关内地区的建设用地，周边
城市如东莞、惠州一边在外资驱动下沿
走廊地区，快速实现乡村工业化，一边
利用国内“市管县”的政策机制推动自
身中心城区集聚，多中心城市格局初步
确立。直至 2000 年，深圳、东莞、惠州
主城内面临着发展空间有限、发展水平
不高的问题，而广域的市辖区则由于乡
村工业化，土地资源被集体建设用地过
早消耗，市域可统筹的国有用地增量有
限，土地资源难以为继成了这 3 个城市
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为此，深圳早在 2006 年的近期建设
规划中提出要跨越塘朗山—梧桐山等深
圳关内的第一重山脉向外建设新城 ( 距离
深圳主城约 30 km，避开已有的集体权
属用地 )[24]，并于 2008 年提出关内关外
一体化，加快了新城建设的进程，多个
基础设施如深圳北站、坪山高铁站、大
运中心和众多联系深圳关内外的穿山隧
道与轨道建设支撑带动 5 个新城建设。
与广州沿河建设 CBD 群的方式不同，深
圳受到山体的自然条件约束，只能在距
主城 30 km 的范围外建设新城。

深圳与广州在城镇集聚方式上的
显著区别在于，深圳并未如广州一样在
2000 年采取行政区划整合的方式调配资

源，深圳和东莞两市的行政区划面积一
直稳定在 1 997 km2 和 2 460 km2。而东
莞也采取与深圳相似的城市拓展策略，
在 2000 年启动强化中心区战略的同时，
在距主城 30 km 的范围外征收原有各镇
边缘地区的集体用地，谋划松山湖、东
部工业园、长安新区等市级重大平台，
并充分利用区域道路设施强化各大平台
与东莞中心区的联系。深圳“突围”，
东莞“织网”，两个城市主体在约 4 600 
km2 的范围内共同行动，造就了如今深圳
都市圈多中心分布式的城镇聚集方式。借
用计算机领域的概念解释，与广州都市圈
相对单一主体进行纵向扩展不同，深圳都
市圈在自然和行政边界的约束下，多个主
体均通过交通廊道将城市区域的核心功能
向外围 ( 距主城约 30 km) 布置，形成了
横向拓展的城镇集聚方式，区域里面没有
出现一个如广州沿江 CBD 群的“超级处
理器”，而是出现大量的专业而完整的“分
布式电脑”，这些“电脑”通过紧密的交
通网络相连，同样可以像“超级计算机”
一样满足复杂的超大城市的发展需求。

4.3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形成中的
多中心环布式结构

珠海、中山和江门主城统计人口流

图 3  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空间结构规划示意

核心城市
重点城市
都市圈核心区重点平台
都市圈都会区重点平台
都市圈其他节点平台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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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如广州地铁 18、22 和 28 号线，将
外围簇群分布的港口、机场、产业等重
大城市—区域功能与广佛核心区相连，从
而进一步触发内部节点的生活配套和生
产性服务业的城市功能；而外围的簇群
节点如广州南沙、空港、知识城、顺德
和大旺—南海产业区则进一步依托城市—
区域功能集聚各类城镇发展资源。

深圳都市圈延续横向扩展的多中心
分布式结构的逻辑，空间资源配置的抓
手为“廊道 + 节点”。分布式系统的关
键在于连接，连接的重点在于深圳、东莞、
惠州主城边界。目前深圳、东莞、惠州
在形成 4 条区域廊道：以深圳地铁 20 号
线和穗莞深城际铁路为主导的西部沿海
走廊、以深圳地铁 13 号线和从莞增城际
铁路为主导的中部隧洞走廊、以原广九
铁路和深圳地铁 22 号线为主导的中部谷
地走廊和以深汕城际铁路和深圳地铁 14
号线为主导的东部盆地走廊。这 4 条区
域走廊分别串联了四大核心的城市—区
域功能节点：深圳海洋会展—东莞滨海湾
的国家现代服务业和总部企业节点 ( 西 )、
深圳光明—东莞松山湖的国家综合科学
创新功能节点 ( 中隧 )、深圳平湖北—东
莞南湾区制造业总部技术转化节点 ( 中
谷 ) 和坪山—大亚湾—惠阳构成的湾区级
制造基地节点 ( 东 )。要妥善地整合这些
跨行政边界的重大功能节点，需要进一
步缩小边界两侧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
配套设施的差距，从而真正使得都市圈
要素充分自由流动 ( 图 3)。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发育目前也迎来
了重要机遇，澳门—横琴深度合作区的
诞生将可能破解珠江口西岸都市圈长期
以来缺乏内部发展核心的困境，同时随
着深圳方向深中通道、深珠通道的开通，
广州方向地铁 18 号线的延伸，珠江口西
岸都市圈在各个方向均迎来了较大的城
镇发展契机。在此背景下，保持五桂山、
古兜山和西江出海口共同形成的区域“绿
心”，为日后各类发展要素留出良好的
城市—区域框架可能是珠江口西岸都市
圈发展的基本共识。

5.2展望
本文从都市圈的起源出发，回顾了

资本主义两次扩张带来的全球大都市圈
建设浪潮，以城市—区域为视角检视都市
圈内部大中小城市组织和集聚的空间结
构，对粤港澳大湾区 3 个都市圈进行了
实证分析，并提出了规划建议。不难发现，
大都市圈规划是全球化背景下增强城市与
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中国最为领先的
广州和深圳两大都市圈，是昔日全球化的
受益者，而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两大都
市圈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此外，中国特色
的“市管县”的城市管理方式曾经有效地
推动了都市圈的进程 [25]，但随着广州、
深圳都市圈的日益扩大，如何跨越地市
行政边界推动都市圈资源集聚？对这些
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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